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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的对象,在袭警罪的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当下部分法院

针对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认定陷入了误区,即盲目追求没有明文规定的立法目的,而忽略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不
当扩大了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究其根源,与国内外辅警制度的差异性、辅警公务行为的特殊性、刑罚裁判结

果的相似性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在法律主体上,要对辅警身份进行规范理解,辨析辅警与人民警察身份的法

律差别;在法益上,要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体系性指向,判断该罪保护的核心法益;在法条关系上,要明确拟制技

术的适用局限,进而限定扩大解释的边界;在构成要件上,要分析该罪所涉现实案例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而

判断主观恶性程度的差别。基于上述辨析的综合审视,应当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出袭警罪的犯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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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误区

《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3月1日正式施行,该修正案第31条明确规定了袭警罪的适用对

象,即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各地法院审理的“袭警罪案件”获得了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

道,但关于袭警罪的适用对象在实务与理论上均存在较大分歧。该分歧核心问题在于:警务辅助人员(以
下统称“辅警”)是否属于袭警罪犯罪对象。为了对该问题进行辨明,本文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本文

根据以下选取标准对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例进行整理统计:第一,刑事被告人犯罪过程中实行了袭警行为;
第二,检察机关按照袭警罪或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第三,法院按照袭警罪或妨害公务罪进行判罚。共获

取189份有效案例,在这些样本中,以袭警罪起诉但判决为妨害公务罪的情况占比20%,以妨害公务罪起

诉但判决为袭警罪的占比17.8%。其中,有辅警被袭的案件99例,占比52%;仅有辅警受到暴力袭击的

51例,占比27%。在前述51例样本中,有37%被判决为袭警罪,其余被判决为妨害公务罪。这些数据显

示出了一定的规律性:第一,司法实践对袭警罪的认定标准不一,对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区分存在分

歧;第二,辅警参与公安辅助执法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明确辅警的法律地位,对于保证其公务行为的人

身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第三,在仅有辅警遭到暴力袭击的情况下,对辅警可否作为袭警罪

对象存在司法争议。为了进一步说明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实践误区,下文将从典型司法案例和不同理

论观点入手作深入分析。
(一)司法机关处理的现实矛盾

行为人暴力袭警行为的对象可大体分为三种: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和辅警、辅警。采取暴力手段袭击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然构成袭警罪。同时对人民警察和辅警进行暴力袭击,按照吸收犯理

论,也可认定为袭警罪。[1]但在仅有辅警受到暴力袭击的情况下,判断辅警是否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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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认定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司法实践存在重大分歧,甚至出现同一法院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例如:在
“刘某袭警案”①中,法院认为,被袭执勤人员系受指派跟随人民警察去现场执法的公务协警,袭警罪保护

的客体是人民警察在执行日常职务过程中所行使的公权力,人民警察仅是该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外在身

份,协警是警务辅助人员,不应当机械地将其排除在袭警罪保护的范畴外。在“罗某袭警案”②中,法院审

理认为,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包含受人民警察指派实施具体执法行为的辅警,并且被告人以暴

力袭击辅警的行为主观上是对人民警察的袭击,因其当时并不能准确区分人民警察和辅警,故被告人暴

力袭击辅警的行为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以上两起判决均将辅警囊括在袭警罪的保护对象之中。然

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类似的暴力袭击辅警的案件如“彭某袭警案”③和“郭某袭警案”④中,法院未作具体

解释,直接认定暴力袭击参与执行公务辅警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而非袭警罪,明显是将辅警排除在人

民警察的范畴之外。
部分法院之所以在裁判时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其解释思路可总结为三点:第一,袭警罪保护的是

人民警察的公权力,辅警的辅助执法行为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所以辅警属于袭警罪保护的对象;第二,
受人民警察指派并在其领导下实施执法行为的辅警也应当被纳入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的范围;第
三,犯罪人在实施暴力行为的同时并不能理性地区分人民警察和辅警,主观上是袭击人民警察。

必须承认的是,在某些具体案件中,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充分契合了袭警罪设立的初衷,能够在执

法中充分保障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和职业荣誉,维护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促进

“敬畏法律,尊重执法者,配合执法”法治氛围的形成。[2]286 然而,这种突破法条基本文义进行扩张甚至是

类推的解释行为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困难。例如,袭警罪保护的法益本身就有争论,不同的出发点可能

推出不同的结论;将辅警“视同”人民警察的法律拟制是否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犯罪人主观恶性如何判断

等。在缺少统一司法解释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对解释者的个人能力提出了较高要

求,也因此极易在司法“小气候”中出现偏差,上述同一法院同案不同判就是证明。同案不同判违背了司

法公正,造成了负面的社会观感,长此以往必然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对统一法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二)理论界的观点及评析

对于袭警罪犯罪对象的问题,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否定说”,认为辅警没有人民警察的

法定身份,不能将辅警扩大解释为人民警察。这种观点也被称作“身份说”,即应当遵循罪刑法定的基本

原则对“人民警察”这一概念作解释,必须明确《人民警察法》所规定的“人民警察”之范围不包括辅警、协
警及其他协助警察执法的现场群众。[3]205[4]第二种观点是“肯定说”,认为袭警罪并不是专门用来保护人民

警察这一身份,而是旨在保护人民警察正在执行公务的执法行为。一般情况下,辅警依法受警察的指派

对其部分执法行为进行协助,所以应当将辅警认定为依法履行警察职责的人员,并受袭警罪保护。[5-6]第
三种观点是“折中说”,认为辅警成为袭警罪保护对象的前提必须是在人民警察的指派下与人民警察依法

共同执法,此时,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有可能构成袭警罪。[7-8]

“否定说”的观点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严格遵守基本的法条文义,符合法律共同体和人民群众的

基本认知,司法实践操作起来也简便可行。问题在于,辅警虽无法定警察身份,但常参与一线执法,在多

个场合承担着和人民警察同等的执法风险。2022年,全国因公牺牲民警308名、辅警179名,4
 

334名民

警、3
 

470名辅警因公负伤。[9]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如果不对其背后的法理依据给出充足的解释,却
将辅警严格排除在袭警罪的保护范围以外,对人民群众朴素的法感情可能造成严重冲击。

“肯定说”从法益的角度出发,认为袭警罪设立的初衷并非仅仅保护人民警察的身份,更是保护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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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陕0822刑初51号。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21)粤0117刑初545号。

 

参见湖南省炎陵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湘0225刑初16号。

 

参见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陕0822刑初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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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执法活动。如果将辅警排除在外,会造成责任与保护之间的失衡。[2]288“肯定说”弥
补了“否定说”的短板,但却是对法律条文基本文义的突破,涉及到复杂的法律解释问题。在没有统一司

法解释的背景下,进行这样复杂的理解对具体司法机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操作不慎,即可能突破罪刑法

定原则、违背刑法的谦抑性。
“折中说”在遵循基本文义的前提下,对袭警罪保护对象的范围作了一定扩充,同时也是对“肯定说”

的限缩。该观点看似中肯,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青睐,但实际却将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问题更加复杂

化。共同执法中的“共同”明显离开了辅警“辅助”的含义,[3]204 此处“共同”应作何理解,在人民警察的带

领下之“带领”对时间、空间是否有具体要求,辅警能否因为辅助警察执法而被评价为警察,这是“折中说”
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当下部分法院针对袭警罪犯罪对象的司法认定步入了误区,即盲目追求没有明文规定的

立法目的,而忽略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不当扩大了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目的解释是在语义解释不

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超越法律文本的语言边界,进一步诉诸规范目的的一种解释方法,因而具有对语义

解释的补充性。[10]因此,在理解、适用法律条文基本含义能够合理、充分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不必把目

光投射到规范目的的领域。盲目追求目的会人为地加剧法律文本与规范目的之间的不一致性,造成利益

权衡的偏差,从而带来新问题。
下文将从该误区根源和法律解释辨明两个方面详细说明: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出发点是法条的基

本含义,袭警罪暴力袭击的对象只能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如果满足袭

警罪的入罪标准,一般应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二、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误区的深层致因

通过对实证数据和理论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时存在分歧和误区。
造成这种现状的深层致因,与下列诸因素密不可分。

(一)国内外辅警制度的差异性导致盲目移植的水土不服

现代辅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发生在英美法系国家。在英国,辅警制度的发展具有充分的规范支撑。

183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临时警察条例》对来自民间的“临时警察”予以认可,[11]对辅警弥补正式警察不

足的作用进行了规定;随后,1835年通过的《辅警法》将辅警的工作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1964年通过

的《警察法》对辅警的任职条件、停职条件、退休要求、开支津贴、疾病补偿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1996
年通过的《警察法》对辅警的执法权限进行了进一步详细明确的列举,例如,在交通事故中提供帮助、在区

域内进行巡逻、为大型活动提供安全保卫、为法庭提供证据等。[12]可以看出,作为官方警察的助手和后备

力量,英国辅警队伍实际上是一支“准警察”队伍,但与专职警察相比,英国辅警的执法权是有限的,当辅

警遇到重大刑事案件时,必须把案件移交给专职警察。[13]类似地,美国法律规定,辅警没有执法权,日常

出警时不能使用甚至携带警械与武器,不可参与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处理,只能从事基础服务性的辅助执

法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配合正规警察维持社会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等。[14]此类活动大多非强制且基本不

存在危险性。
此外,许多境外辅警制度对辅警职权和身份也有具体规定。例如,德国大部分州的警察法都确立了

辅助警察制度,私人可被任命为辅助警察,甚至赋予其在某些场合下对第三人行使警察的高权性权

限。[15]新加坡辅警的职权根据调动与否存在差异,调动期间,辅警可以享有与正式警察相同的保护和豁

免权,非调动期间更类似于私人保安的角色。同时,新加坡《警察法》第86条规定辅警的警察权力和警察

职责,应被视为受《刑法典》约束的公务员。我国《香港辅警队条例》也规定,辅警在参与执法时视同警察。
通过以上不完全列举,可以窥见以英美法系国家、地区为主的境外辅警制度的重要特点。第一,有法

可依,规范性强。西方法治建设起步较早,搭配着较为完善的现代警察法律,关于辅警的法律规范更丰富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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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美法系属于判例法,通过典型案例形成的普遍规则也可以适用,由此逐渐形

成了更加完善的辅警制度。例如,1995年,英国某地区的交通警察率先通过雇佣辅警的方式,协助维护

当地交通秩序。经过该地区法院判例认可后,该部门雇佣辅警的行为逐渐适用到整个大不列颠地区。[16]

第二,对于辅警的身份和职权范围有较为清晰的规定。在具体情况下从法律角度将辅警视为“公务员”
“警察”,使得司法指向更加清晰;用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辅警的执法权限,划定责任边界,对辅警的合

法行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相比之下,我国辅警制度发展起步晚,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理论期待和执法实践之间还存在较大差

距。2016年11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文称

《辅警意见》)集中对辅警身份进行了规定,该意见第4条明确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
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应当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该意见后续在管理体

制、岗位职责、人员招聘、管理监督、职业保障等方面对警务辅助人员的管理工作进一步细化了规范。其

中在岗位职责这一部分,着重强调了辅警的辅助工作范围和禁止清单。该意见看似全面地规定了辅警相

关事宜,但却无法忽略两个尴尬的事实:第一,该意见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并不是行政

法规。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该意见只是一种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报告、交流的工具,这也

意味着其并不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所以当处理具体涉辅警事务时,该意见和各地方法规、规章容易

出现冲突,造成实际上仍是无法可依的局面。第二,该意见规定全面,但具体内容表述模糊。例如,意见

第8条规定辅警可以协助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违法犯罪活动”一词内涵丰富、强度不同,不同方式

的协助也存在程度差异。该意见看似对辅警的权责进行了范围限定,但实际上规定内涵模糊,使得司法

机关对于辅警身份、职责的法律识别不具有可操作性、易判断性,进而导致在袭警罪的认定当中出现偏

差。
综上,在我国辅警制度发展尚不完善、规范性较弱的现状下,不论是借鉴英美国家对辅警限权的做

法,还是借鉴新加坡、香港特区基于职责将辅警“视同”警察的做法,都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盲目移植境

外制度而不考虑其背后的规范逻辑、现实状况,只会遭遇水土不服的两难境地。
(二)辅警职务行为的特殊性导致其法定概念在刑法规范层面过度扩张

“职务说”亦即“肯定说”,实际上是从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入手进行分析。袭警罪独立成罪有现实社会

环境的要求。当相应的社会现实发生变动,社会问题显露,法律及时进行规制,是充分发挥法律预防、惩
戒作用的应有之义。2020年1月10日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人民警察遭受违法犯罪分子暴力侵害、打击报复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预谋性、聚众性袭警案

件”。这充分说明袭警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足够严重,以至于要通过刑法进行独立规制。然而,社会现实的

需求只是推动立法发展的表象,袭警罪设立的最核心原因还是其法益保护的特殊性使得有必要对其进行

特殊规定。设立袭警罪保护的是双重法益,即警察的人身安全法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法益。[17]人身安全侧

重的是警察的生命、身体安全,具有身份性;社会公共秩序法益强调的是以警察职务行为为核心的公共秩

序。实际上,袭警犯罪就是通过侵犯警察的人身安全、阻碍警察的职务行为,最终侵犯社会公共秩序。所

以,袭警罪保护的虽然是双重法益,但其内在有着一致性。
问题在于,辅警虽然不具有法定的警察身份,在“警察的人身安全法益”这一角度不能获得法律保护,

但是其所参与的职务行为又可能承担和警察同等的强度和危险性,具有特殊性。《辅警意见》第二章中明

确指出,勤务辅警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法岗位进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公开查缉毒品、开展边防检查等职

务活动。虽然对辅警工作的要求是“协助”,但这些工作容易遭遇紧急危险的情况,辅警的职务行为不可

能完全受限于法律框架。辅警可能面对和人民警察同等的危险,却不能获得同样的法律保护,有违同等

保护法益原则,明显不符合法律正义要求和人民期待,这也促使部分司法机关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给予

辅警更高级别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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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解释的逻辑是:袭警罪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法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法益,警察和辅警行使的职权具

有同一性,当辅警协助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时,二者是一体的,[18]侵犯辅警的行为同样也侵犯了社会公共

秩序的法益,所以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也构成袭警罪。然而,这种解释方法突破了基本的身份规定,是辅

警身份法定概念在刑法规范层面的过度扩张,突破了类推适用的极限。[3]206

(三)刑罚裁判结果的相似性导致裁判者对罪名区分的忽视

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体现。在收集到的189份案例中,适用袭警罪第二

档刑罚,判处“三到七年”有期徒刑的只有5例,除此之外,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在刑罚上的区别并不明

显,量刑趋同,无法反映出二罪不法程度的差异。这实际上对袭警罪单独成罪的必要性造成了很大冲击,
因为如果该特殊罪的判罚与一般罪的判罚没有明显差异,那么司法实践中按照一般法条进行判罚就能够

实现罚当其罪的司法目的,而立法者设置特别法条恰恰就是因为一般法条不能充分实现特殊法益的保护

目的。
对于犯罪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刑罚处罚的内容而非定罪问题,所以刑罚裁判结果的相似性也

使得裁判者忽视了罪名的区分,由此对袭警罪犯罪对象详细认定的需求受到削弱,步入认定的误区。

三、袭警罪犯罪对象辨明的解释路径

要走出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误区,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设立警务辅助人员相关法律,明确辅警的

法律地位,统一司法适用。但是,立法牵扯到的利益广、周期长、成本高,无力回应现实紧迫的司法需求。
对司法实务而言,首要任务是解释和适用法律,立法批判只有在法律的非正义程度达到了难以用解释来

校正的地步才应该启动。[19]下文将从辅警身份规范、保护法益、法条关系、构成要件等诸角度展开解释分

析,力图说明袭警罪的对象不应包含辅警。
(一)我国辅警身份的规范理解

1.规范中蕴含的语义核心

以《辅警意见》为蓝本,2020年至今,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贵州等地先后出台了“公安机关警

务辅助人员条例(管理条例)”。这些规范对辅警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共同确认,即“为公安机关警务活动提

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这一定义可以拆分为三点进行把握:第一,辅警是非人民警察身份

人员。这是辅警身份的语义核心,在法律定位上直接将辅警与人民警察区分开。与《人民警察法》第2条

的规定两相对照,更加明确了辅警并不属于人民警察队伍。第二,辅警由公安机关负责管理。辅警参与

的是公安机关的警务活动,不能因为其受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管理,就机械地理解其享有人民警察的地位

和职权。第三,辅警的工作是提供辅助支持。在现代汉语字典当中,“辅助”的定义是“从旁帮助”,这也从

侧面说明,在警察执法的过程当中,辅警只能从旁协助,而绝非执法主体。
由此,应该对“辅警”这一简称提法提出质疑。“辅警”一词从结构上看,属于中文里的偏正短语,这种

构词方式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结构成分之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例如在警察的语境当中,我们

常说的“特警”指的是特种任务警察、“武警”指武装警察、“狱警”指监狱警察,都是这种偏正结构。所以,
我们自然而然将“辅警”理解为“辅助警察”,这一概念的中心语是“警察”,工作性质是“辅助性”的,类似于

美国的“Auxiliary
 

Police”。然而,根据上述规范分析,“辅警”不是警察,实际上是警务辅助人员的简称,所
以更合适的提法应该是“警辅”,这样一来就能进一步避免对辅警身份先入为主的判断,降低步入袭警罪

犯罪对象认定误区的可能性。

2.语义外延的全面理解

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人民警察的执法权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而辅警的辅助职责则是由公

安机关负责安排管理的。以《贵州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为例,该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根据辅警的工作职责范围,因事设岗,明确具体职责,并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备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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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于辅警具体的职权内容,是由相应公安机关规定的,这也在职能权限上与人民警察形成了鲜明的区

分,映射出二者享有的法律保护地位的不同。同时,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有权必有责,也可以从责

任承担的角度把握辅警参与执法权力来源的特殊性质。《辅警意见》和江苏、浙江、贵州等地出台的条例

中都对责任承担有着相同的规定,即辅警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后果由其所在公安机关承

担。这意味着辅警本身没有承担其行为后果的责任能力,辅警不可能事实上“拥有”警察权力,因此只能

借鉴权力代理理论,认定辅警和公安机关的关系是一种国家权力代理关系。[20]也就是说,辅警不享有警

察的职权,只是基于权力代理关系产生的警务辅助职能而开展辅助性工作,所以从职能角度论证辅警与

警察的相似性进而扩大解释本质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管理模式和公务职能的角度看,辅警的招募模式是统一招聘,受公安机关领导、由公安机关管理安

排,履职基础在于法律限制与劳动合同。而人民警察的录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择
优选用。① 简言之,辅警不能完全地享受作为国家公务员的警察待遇,在履行公务的层面上也必然不能与

警察划等号,辅警一方面要有“警”的色彩与角色,另一方面要明确自身“辅”的特点与地位,既要在公安机

关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警务相关辅助性工作,又不可越俎代庖、僭越自身的身份界限与法定职责行事。[21]

(二)袭警罪保护法益的核心指向

1.独立成罪的体系性暗示

从我国刑法第277条立法演进的逻辑来看,对袭警罪的规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妨害公务罪的从重

处罚情节到独立成罪的过程。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第277条中增加1款作为第5款:“暴力

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2、3、4款的规定都要求依照第1
款的规定处罚,具体而言,第2、3款属于提示性规定,该两款规定的构成要件完全符合第1款妨害公务罪

的构成要件,立法者只是为了突出强调对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保护而进行提示;第4
款属于补充性规定,加强了对国安、公安部门的特别保护,不要求使用第1款中的“暴力、威胁”方法,只要

造成严重后果就能够按照第1款处罚,实质上对第1款进行了修正。可以看出,第2、3、4款都统摄于第1
款的规定之下,按照这一立法逻辑,在没有类似第4款修正补充的情况下,新增的第5款规定的构成要件

也必然被第1款所包含。在此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十一)》为第5款设置了专门的两档法定刑,从形式

上将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立。但对该新罪的理解不能脱离其体系地位,即第277条第5款为第1款

所包容的前提,否则就会造成此罪、彼罪评价认定的混乱。
可以看出,袭警罪脱胎于妨害公务罪,天然地包含妨害公务罪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秩序法益。但是,

袭警罪直接区别于妨害公务罪的关键就是警察的特殊身份,法定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职务活动的特

殊性,独立成罪意味着需要对警察的公务活动进行区别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保护,暗示了对

警察人身安全的特殊保护才是该罪所要保护的核心法益。

2.社会公共秩序法益寓于警察人身安全法益之中

首先,警察的人身安全值得妨害公务罪框架下的特殊保护。有观点表示,不能认为受到过专业训练

的警察的人身安全反而更值得刑法保护。[22]这一观点从理论角度出发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没有结合实践

中具体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对收集到的189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袭警行为人和相关袭警行为

有以下特点:
第一,袭警主体男性居多,且常伴有精神状况不稳定的情形。判例显示,进行袭警犯罪的85%是男

性,且酒后犯罪的比重占到了31%。一般来说,暴力袭击行为在醉酒的情况下要比正常精神状态下不可

控性更大,这给警察执法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危险性。第二,袭警之前的原因行为往往具有违法性质。警

察权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众权益的干涉甚至剥夺,由此引发的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冲突可能导致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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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犯罪后果。[23]对袭警的原因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袭警行为发生在警察执法过程中,袭警的前行为

常表现为不配合警察执法,例如交通违法为了逃避处罚袭击警察、拒不配合警察的依法传唤、拒不配合警

察处理警情等。所以袭警行为往往具有双重违法性,即前行为本身违法,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又进一步实

行了暴力袭击警察的行为,这样的双重行为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使得警察执法面临着更加特殊的

危险。第三,伴随器械运用的袭警行为创设了严重危险。如前所述,袭警的前行为往往就是违法行为,而
在这些前行为中,交通违法占比达22%,交警对交通违法者进行检查往往面对的是驾驶机动车的当事人,
而这更增加了警察执法的危险性。如果把机动车也认定为器械,数据显示运用器械阻碍警察执法的达到

22%,这其中驾驶机动车冲撞逃避的达62%,“驾驶机动车撞击”也是袭警罪当中的手段加重情节,具有

严重危险性。
警察作为维护治安、保障公共安全的特殊职业群体,受过专业训练,表面上似乎不需要对其人身安全

进行特殊保护。但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可以认识到,存在袭警行为的情况下,警察的人身安全受到了特

殊危险,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更高、犯罪手段的破坏性更大、犯罪行为对法秩序的破坏更严重,所以对

警察职务活动中遭遇的此种暴力袭击行为自然应该进行特别保护。
其次,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法益就可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秩序法益的需要。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首先侵犯的是警察的人身安全,进而干扰警察的职务活动,最终危害社会公共秩序。袭

警罪对警察的人身安全进行保护,这有助于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公共秩序法益

寓于警察人身安全法益之中,警察人身安全是第一性的而社会公共秩序是第二性的。所以,袭警罪首要

保护的是警察的人身安全,而不是辅警的人身安全,警察的身份在此处尤为重要。应该说明的是,这并非

表明辅警在辅助执勤工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不值得保护,而是其人身安全不应被袭警罪所保护,通过刑

法第277条第1款、第234条、第232条、第293条等规定,结合具体情况,也可以充分保障辅警工作过程

中的人身安全。
(三)袭警对象范围扩大的拟制局限

1.刑法拟制的基本要求

法律拟制是将两个不同的构成事实在规范上等同评价,并赋予相同法律效果的一项重要技术。[24]形
式上通常表述为“视为”“依照……定罪处罚”“依照……论处”等,实质上是“有意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

之”[25]。例如,《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论处。抢夺和抢劫在刑法上原

本是不同的行为,但是由于携带凶器抢夺具有相当于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将这种特殊的抢夺行为

拟制为抢劫罪,以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类似的还有《刑法》第238条第2款、第247条、第269
条等规定。

由于法律拟制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论处,[26]不恰当地设置法律拟制,容易产生违背

刑法机能、加剧重刑主义、造成罪刑失衡等问题。[27]尤其是在刑法拟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基本要

求:第一,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不得违反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第三,要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与人权保障机能。
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涉及到的拟制问题是,能否将辅警“视为”人民警察。诚然,在“执法一体

化”[6]112的视角下,辅警的行为依附于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二者虽身份不同,但应对其作同一的、整体性

评价。但是,由于法律上针对该拟制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盲目认定极有可能不当地扩大警察法定内涵

的范围,违背设置法律拟制的要求,突破罪刑法定的边界。

2.双重拟制的风险

将辅警认定为人民警察会造成身份的双重拟制,违反刑法谦抑原则。[28]

首先,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之间是法条竞合的关系,袭警罪是妨害公务罪的特别法条。从《刑法》277
条第1款和第5款的构成要件上不难看出,“暴力袭击”为“暴力、威胁方法”所包容,“人民警察”属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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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袭击行为也与“阻碍……依法执行职务”存在交叉关系。同

时,根据收集的数据,以袭警罪起诉但判决为妨害公务罪的情况占比20%,以妨害公务罪起诉但判决为袭

警罪的占比17.8%。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此两罪不是简单的互斥、平行关系,而是在司法裁判中存在紧密

的交叉、包容关系。并且,根据第277条的立法逻辑,第2、3、4款都统摄于第1款的规定之下,在没有类

似第4款修正补充的情况下,新增的第5款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必然被第1款所包含。所以,将袭警罪理

解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特别法条符合其形式逻辑和立法逻辑,而且更有利于两罪的区分。
其次,适用特别法条必须要遵循一定规则:第一,适用特别法条的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法条的犯罪构

成。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不仅完全包含了一般法条的构成要件,而且还通过特别要件的增加,或者概念

要件的特殊化而使犯罪构成要件的范围缩小。[29]在认定行为构成袭警罪时,该行为首先应符合妨害公务

罪的构成要件,即完全满足普通法条的诸要素,在此基础上,行为还必须满足袭警罪的特殊构成要件。第

二,优先适用特别法条的原则。立法者认为有必要设立特别法条,特别罪名的构成要件完全包容于普通

罪名中,适用特别法条就能够有效惩治犯罪,所以当一行为同时符合一般法条与特别法条的时候,特别法

条排斥普通法条的适用。[30]作为特别法条,袭警罪在犯罪对象上进行了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到“人民

警察”的特殊化。在符合妨害公务罪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如果同时满足了“人民警察”的特殊对象,就应该

优先适用袭警罪的条款。反之,如果行为对象不是人民警察而是辅警,该行为就不具有特殊性,不能为袭

警罪所评价,而应该考虑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
这里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辅警是否可以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2年12月28日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发布的《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

念作出了扩大解释。该解释特别指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但不具有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的人员,也可成

为渎职罪的主体。由于渎职罪这一章的规定主要约束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而在实务

中,尽管形式上不具有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事实上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这部分人员也可被视为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辅警在进行辅助警察执法活动的过程中,其不享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特定身份,而
是根据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招聘的工作人员。但辅警在履职过程中,实际上行使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管理职权,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根据以上立法解释,辅警从事“公务”时在身份上拟制为国家工作人

员。[31]在此基础上,将辅警视为人民警察实际上是进行了双重拟制。前一重拟制具有法律明文规定,不
存在违反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而后一重拟制则缺少规范支撑,突破了扩大解释的

边界,侵蚀罪刑均衡。
避免此双重拟制则能够有效避免性质认定的混乱,维护法秩序的统一。如果行为人暴力袭击受人民

警察指派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时,人民警察在场,符合《刑法》第277条第1款规定的,将辅警拟制为国家

工作人员,可以认定为妨害公务罪;如果警察不在场,因辅警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也不属于妨害公务罪

的行为对象,对辅警袭击造成轻伤害以上结果的,可以适用《刑法》第234条的规定,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如果行为人在执法现场,一并袭击了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以及辅警的,可以按照吸收犯原理,作一罪处

理,不实行数罪并罚。[32]

(四)袭警罪主观恶性的区分

将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和暴力袭击辅警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也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需要。犯罪本

身包含着某种主观性,犯罪所具有的规范性也正是犯罪主观性的印记,[33]行为人针对不同对象的暴力袭

击行为可能反映出不同程度的主观恶性。当行为人能够辨明执法人员是警察还是辅警时,由于袭警罪的

法定刑相对妨害公务罪较重,主观上通过袭击人民警察来妨害公务的行为具有更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

害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攻击对象本质上反映了行为人未脱离法治轨道的主观状况,应对此情况作出区分。
当然,实践中也存在行为人不能区分执法人员是警察还是辅警时,没有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暴力袭击的

情形。在收集到的189份案例样本中,有31.7%的行为人饮酒,醉酒者占比17.5%,酒后状态高概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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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行为人的辨认识别能力,行为人往往对警察和辅警存在笼统的主观认识,是对该警务人员的整体进

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想袭击的是警察和辅警,客观上如果袭击了警察认定为袭警罪,如果袭击

了辅警就定妨害公务罪,如果同时袭击了警察和辅警,根据前述吸收犯的原理定袭警罪一罪,这样才能做

到主客观相统一。

四、结语

对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认定,本文从辅警法律身份规范、袭警罪的保护法益、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法

条关系、袭警罪的构成要件等角度进行辨析,认为应当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出袭警罪的对象范围。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警务辅助人员进行刑法保护,而是应结合具体事实,通过刑法第277条第1款、第

234条、第232条、第293条等规定,充分保障警务辅助人员工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当然,
对某一对象的认定根植于当下社会的合理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认定也可能会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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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auxiliary
 

police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is
 

controversial
 

in
 

both
 

legal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At
 

present,
 

some
 

courts
 

have
 

fallen
 

into
 

a
 

misconception
 

in
 

their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that
 

is,
 

they
 

blindly
 

pursue
 

legislative
 

purposes
 

that
 

are
 

not
 

explicitly
 

stipulated,
 

ignore
 

the
 

basic
 

meaning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improperly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The
 

root
 

cau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uxiliary
 

police
 

systems,
 

the
 

particularity
 

of
 

auxiliary
 

police
 

official
 

behaviors,
 

and
 

the
 

similarity
 

of
 

criminal
 

judgment
 

results.
 

In
 

terms
 

of
 

legal
 

sub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standardiz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ntity
 

of
 

auxiliary
 

police
 

officers
 

and
 

distinguish
 

the
 

legal
 

differences
 

between
 

auxiliary
 

police
 

and
 

people’s
 

police.
 

In
 

terms
 

of
 

legal
 

interests,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cor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by
 

analyzing
 

the
 

systematic
 

orientation
 

of
 

legal
 

provisions.
 

In
 

terms
 

of
 

the
 

inter-article
 

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gal
 

fiction,
 

and
 

then
 

limit
 

the
 

boundaries
 

of
 

the
 

expanding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constituent
 

requir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objective
 

behaviors
 

of
 

the
 

criminal
 

involved
 

in
 

the
 

actual
 

case
 

of
 

the
 

crime,
 

and
 

then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subjective
 

malignancy.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above
 

analysis,
 

auxiliary
 

police
 

officers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protection
 

by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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